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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家公园 “保护优先”理念的规范属性

———兼论环境原则的法律化

马　允

摘　要：纳入环境法基本原则范畴的 “保护优先原则”面临着法律解释和规范构造上的难题，作为国家

公园基本理念的 “生态保护第一”亦同。由于国家公园制度在目标定位和所蕴含的环境利益上的多元性，“保

护优先原则”规范内涵的付之阙如所带来的适用困境在国家公园管理领域体现得尤为突出。尽管环境原则本

身具有强烈的非法律化特征，对保护优先进行简单政策化处理将会低估这一原则的规范功能。美国国家公园

立法并未赋予自然保护压倒性权重，而是采取了自然保育和公众享用并存的 “双重授权”的权衡路径，在法

律适用中以 “行政裁量”和 “司法尊重”为核心的话语体系为不同的法律解释路径提供了持续动力和隐蔽空

间。我国应为国家公园资源的不同使用方式赋予不同权重，通过合目的性和兼容性检测形成位阶序列；借助

损害标准厘清保护优先原则的规范构造，充实下位法律规则和具体制度构建，通过细化规制结构促进该原则

指导实践功能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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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公园体制在我国的持续推进，“实行最严格保护”的国家公园理念获得了更大范围内
的政治与学术认同。２０１７年的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把 “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和
全民公益性”总结为国家公园理念的核心内涵。无论是保护第一还是保护优先，此种表述之于中国
环境法并不陌生。自２０１４年 《环保法》始，“保护优先原则”便获得了环境法基本原则的法律地位
并被一以贯之写入后续的环境单行法和政策中。尽管法理学者已对法律原则的适用问题展开了深入
探索，作为部门法的环境法学者对环境法律原则适用问题的研究却并不多见。环境法原则是具有而
且应当具有法律规范意义的实践话语，“保护优先”亦不例外。尽管它彰显了治国者的环境承诺而
获得了绝对的 “政治正确”，但如何体现其规范属性，在多大意义上能够形成环境管理的决策规则
并指导司法裁决，并未确之凿凿。相较其他有着具体制度依托和实践的环境法基本原则，如公众参
与、风险预防等，保护优先原则的规范属性就愈发相形见绌了。
确立保护优先规范内涵的需求在推进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情境下体现得尤为明显。保护优先的

传统理解多是环境保护优先于剥削性资源开发行为，但在国家公园的语境下，除自然保护外，休闲
旅游、公民教育、科学研究等也是国家公园功能的重要组成，其间利益的多元性使得国家公园管理
尤其需要对多种类、多层次、可能相互冲突的利益进行更细致的权衡，需要更多的治理能力和司法

—１９—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9.01.009



智慧，也因此更迫切地需要激活 “保护优先原则”的规范内涵和指导功能。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
环境法基本原则的规范属性，如何将作为环境法基本原则的保护优先转化为作为国家公园基本理念
的保护优先，如何发挥 “生态保护第一”的规范功能并指导具象层面国家公园管理的行政和司法实
践，便是本文的研究主旨所在。
为环境法原则注入规范内涵可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科学界定内涵和外延，厘清其作为法律规

范的一般性要件，阐明其指引法律解释、发展法律规则、促进司法推理的可能路径；二是从法律执
行和适用的角度，通过不断解释和反复适用激活并检验其 “法律性”，弥补规则缺位可能带来的司
法恣意和无序。对 “保护优先原则”规范内涵的探索，学者已进行了有益尝试。然而目前文献大多
是在抽象理论层面和传统的 “保护—发展”语境下展开的，对实践中该原则如何通过 “法律化”的
方式得以实施缺乏细节观察；而且讨论多限于污染防治领域，既缺乏对自然保护领域的个案研究，
也缺乏比较法层面对域外立法和实践的宏观考察。本文选取国家公园管理领域对 “保护优先”原则
的规范内涵进行个案分析，并选取了美国法作为比较研究对象。原因是美国国会在１９１６年制定的
国家公园管理根本法中并未像我国这样赋予自然保护压倒性的权重，而是采取了双重授权的立法模
式，允许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对冲突利益进行权衡。美国在该根本法施行百年来累积了丰富的行政和
司法实践，就利益权衡的目标、技艺、方法、程序等问题形成了较为稳定和成熟的法律和制度结
构，对我国如何提炼和析出保护优先的规范内涵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从 “环境原则的法律化”这一命题出发，分析环境法原则发挥其

规范功能的方式和路径，并考察作为环境法基本原则和作为国家公园基本理念的 “保护优先原则”
在我国的话语形成及其规范构成；其次，分析美国国家公园立法的 “双重授权”模式及其面临的解
释困境；再次，通过全景式展示美国立法、行政和司法在国家公园立法目的的法律解释问题上相互
掣肘、互动的历程，建构立法授权—行政裁量—司法尊重的分析框架，分析美国在国家公园管理价
值选择和制度建构上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提供镜鉴思路。

二、作为环境法基本原则和国家公园理念的 “保护优先”

（一）作为法律概念的环境原则：环境原则的法律化

１９７０年代环境法诞生之初，环境法学者旨在引入特定的环境伦理纠正彼时泛滥的人类中心主
义的环境观和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尽管代际公平、环境正义等核心价值已具雏形，但作为整体概
念的 “环境原则”并未引起立法和司法的广泛关注。以１９７０年代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提出为标志，
环境原则作为政策性概念的地位被逐渐确立，并越来越多地以 “软法”的姿态出现在国际环境宣言
和协议中。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促使各国寻找法律的解决路径———环境原则的法律化成为重要的方
案之一。对环境原则规范内涵的诉求意味着它们不仅应作为政策宣誓，更应被实际适用。Ｃａｍｅｒｏｎ
等曾指出 “法律结构对于塑造、指引和改变行为而言是必要的。若仅因为环境原则过于概括而认为
它们 ‘法律性’不足，或认为不遵循这些原则时的法律后果及法律救济可被避免从而转向市场机制
来执行这些原则，都是毫无益处的”［１］（Ｐ１１２）。
通过被越来越多地被赋予法律原则的属性，环境原则实现了从 “政治标语”到法律规范的转

变［２］。无论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层面，环境法原则均呈现出体系化和趋同的特点［３］。以欧盟为例，
其环境法原则包括可持续发展、风险预防、污染者付费、源头控制、公众参与等，其中多项原则在
各成员国法中也均有体现，这无疑增强了跨区域的环境规制和环境决策的一致性和体系性。与世界
范围内对环境法原则的广泛关注相一致，２０１４年我国的 《环境保护法》修订时加入了基本原则条
款 （第５条），保护优先与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和损害担责共同构成了五大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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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学者对我国环境基本法应增加基本原则规定的持续呼吁是分不开的［４］（Ｐ５）。据此环境原则在我
国完成了法律化的进程，成为贯穿整个环境法体系、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准则。
然而环境原则入法仅完成了法律化的第一步，需要进一步论证的是环境原则是否具有及具有何

种规范意涵，环境原则法律化对环境法学科和环境法方法论可能产生何种影响，环境原则如何以法
律化的方式获得实施等。首先，“环境原则的法律化”这一命题是否真正成立？就本质而言，环境
原则是 “用以保障或旨在保障值得追求之目标而采取的行动方针”，是关于应如何实现环境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南［５］（Ｐ４３９）。基于德沃金等对于规则、原则和政策的区分，环境原则从实现 “共
同体的集体目标”①［６］（Ｐ４１）这一意义上来说仅具有政策地位，并不具有法律身份和规范内涵。就历史
发展脉络而言，环境原则在国际和国内话语中地位的攀升以及环境原则体系的复杂化并非因为它具
有德沃金意义上的规范内涵，而恰恰是它作为政策概念所具有的 “非法律性”特征。在政策制定和
政治协商领域，环境原则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它的灵活性、模糊性、便宜性和 “可解释性”，这从可
持续发展原则在国际上的诞生和演化脉络便可见一斑［７］［８］。它们使得政治妥协成为可能，使得各方
利益主体在底线上达成一致的同时，还能保持具体问题上政策制定的灵活性。此外，环境原则因其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切而具有强烈的民主诉求、道德上的权重和伦理上的说服力。Ｂｏｓｓｅｌｍａｎｎ
就指出国际政策中最初引入可持续发展这一理念即旨在引入一种 “新的伦理观，使得人类社会可以
与自然世界和谐相处”［９］（Ｐ１－２）。

环境原则的上述 “非法律”特征可以解释当下环境原则的泛化和趋同，而法律对环境原则的
“归化”得益于环境原则对环境法学科身份建构的可能助益。Ｓｃｏｔｆｏｒｄ曾言 “环境原则不仅会提供
环境问题的答案，还会提供环境法中法律问题的答案”［１０］（Ｐ２）。环境法方法论的薄弱及该学科的不成
熟性一直为学者诟病［１１］。环境原则以法律概念身份的出场对环境法的学科身份和自身方法论的建
构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在此意义上，Ｓｃｏｔｆｏｒｄ指出环境原则提供了环境法中法律问题的答案———
即环境法通过法律原则得以 “正当化”［１０］（Ｐ２９）。首先，环境原则使得环境法可以像其他已充分发展
的学科一样，通过临摹 “基本法律原则”在其中的角色，使环境法原则为环境法提供概念基础，发
挥法律原则的 “解释规则和填补漏洞”的功能，从而完成环境法的体系化建构。事实上，环境法学
者借用德沃金、阿列克西等人对法律原则和规则区分的理论框架，对环境原则进行了 “法律原则
化”的改造［１２］。其次，环境原则可以解决环境法中的方法论问题，通过推动环境法的一体化来应
对环境法学科特性所致挑战。环境问题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地域上的流动性、时间上的长期性
等特点，而环境原则可跨越区域、跨越学科、跨越时间维度形成目标和手段上的一致性。法律原则
的共同身份可以使不同的环境原则超越各自学科属性而寻找法律上的最大公约数。最后，有学者主
张环境法由于自身特性使然，需要一种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理论重建，而环境原则可能产出一种新型
法律秩序，成为重构环境法基础理论的根基。例如ｄｅ　Ｓａｄｅｌｅｅｒ主张环境原则的功能不仅是在特定
法律体系中进行漏洞填补和实现法律理性化，而是促进公共政策生成，允许法院进行高度冲突利益
的权衡。此种导向性原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是促进环境法从现代法到后现代法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ｗ）转型的重要联结［２］（Ｐ２５０－２５１）。
上述分析解释了环境原则法律化的成因和功用，但理解 “环境原则何以法律化”，必要的路径

是考察司法如何有意识和无意识地适用环境原则并推进法律推理，使得通过法律原则的方式解决环
境争议成为一种可能。Ｄｏｈｅｒｔｙ通过分析欧洲法院的环境法案例，指出司法推理中对环境原则的适
用有助于促进欧盟法概念体系的一致性，这对欧盟法律体系的建构而言大有裨益［１３］（Ｐ５９）。Ｓｃｏｔｆｏ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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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了欧盟法院如何适用环境原则并进行了类型划分，包括［１０］（Ｐ１３２－１９２） （１）政策型适用：环境原则
对司法推理毫无作用，只是作为特定环境议题背后的政策推动力存在；（２）解释型适用：有目的地
适用欧盟条约中规定的环境原则用来解释欧盟权利能力和立法行为正当性的有无；（３）法律检验型
适用：通过界定欧盟各机构及成员国的决策权限的范围，环境原则构成司法审查之标准。

（二）作为环境法基本原则和国家公园基本理念的 “保护优先”

把保护优先写入 《环境保护法》基本原则条款与学者对旧法规定的 “协调发展”原则①的批评
是分不开的。学者指出协调发展实际上为 “经济优先”提供了借口，协调发展实际上成为了经济优
先的代名词［１４］。政策性文件中最早提到 “保护优先”的表述可追溯到２００５年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
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彼时话语表述中对所谓 “环境优先”或 “保护优先”都
有特定区域或地区的限制。直到２０１４年被正式引入 《环境保护法》，保护优先以环境法基本原则的
地位获得了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效力，之后被一以贯之运用到诸多领域，包括五年规划的编制、
主体功能区划、开发建设活动的环境监管、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个政策领域，并体现在
具体领域的中央和地方环境立法中②。
保护优先的理念亦被写入国家公园的总体蓝图中。与其他类型的保护地 （例如风景名胜区、自

然保护区等）相比，国家公园是一种新型的保护地治理模式［１５］。２０１７年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
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把国家公园理念的核心内涵提炼成 “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和全民
公益性”三个组成部分。论及 “生态保护第一”时，《方案》指出 “建立国家公园的目的是保护自
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始终突出自然生态系统的严格保护、整体保护、系统保护”，国家
公园 “实行最严格的保护”。早在２０１５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印发的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
方案》中便对国家公园体制有了政策解读，彼时表述为 “国家公园实行更严格保护”。从 “更严格
保护”到 “最严格保护”，一字之差彰显出对国家公园定位的转变，也为该领域内的保护优先定下
了基调。

“保护优先”既然作为基本法律原则，就不可避免地须回应下述问题：如何界定该原则的内涵
和外延？它如何指引法律解释和发展新的法律推理模式？在国家公园管理的特定语境下，须进一步
回答：国家公园语境下的 “生态保护第一”较之作为环境法基本原则的 “保护优先”在侧重点上有
何差异，适用上是否存有区别？保护优先如何落地并指导具体的国家公园管理实践？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环境原则的发展历程表明它们承载了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念、原

理和方法而具有很强的共通性［３］，然而 “保护优先”却是为数不多的例外。保护优先并未出现在大
多数国家的环境基本法中，甚至只是极少数国家的立法实践③［４］（Ｐ１０）［１６］。尽管保护优先的提法具有
政治上的便宜性，兼具民主诉求和道德上的说服力，然而它却面临着界定难题及与其他环境法原则
之间的张力。据竺效考证，早在 《环境保护法》修订时，学者就对将 “保护优先”写入基本原则条
款提出过质疑，包括该原则的内涵与外延不明确，它与之前的协调发展原则及新增的 “保护环境是
国家基本国策”之间的关系问题［４］（Ｐ８）。他本人认为 “保护优先原则”并未形成 “特定、独立、内
涵外延确定的法律或法学术语”，且它的宏观性功能已经由 《环保法》第１条的目的条款和第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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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例如１９７９年《环境保护法》（试行）第５条规定“在制定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必须对环境的保护和改善统筹安
排”，１９８９年《环境保护法》第４条规定“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

例如２００９年的《海岛保护法》（第３条）、２０１０年的《水土保持法》（第３条）、２０１６年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第４条）、

江苏省２０１０年的《长江水污染防治条例》（第３条）、北京市２０１４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３条）等。

据考仅俄罗斯《环境法》有类似于“保护优先原则”的立法表述。在我国《环境保护法》修订拟纳入“保护优先原则”

时，没有可供借鉴和参考的域外立法经验也是反对者的理由之一。



的国策条款实现，应以 “风险防范”代替 “保护优先”的表述。虽然最终法律采纳了保护优先和预

防为主原则并列的立法表述，然而这二者之间关系究竟为何，不无疑义。

在既有文献中，学者尝试着对 “保护优先原则”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以增强其可适用性。唐

绍均指出保护优先概念仅存在于 “超载”和 “死冲突”这一基本前提下，即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

超过或可能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以及二者之间产生或可能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若不存在超载和

死冲突，则无所谓优先或不优先［１７］。杨群芳主张把对纯环境损害的预防和救济纳入该原则的内涵

范畴中，环境优先应包括环境保护优先和环境恢复优先两个方面的内容，以前者为基础，以后者为

补充［１８］。竺效认为 “保护优先”所承载的功能是 “遇到环境 （生态）风险科学性不确定的情形，

应以保护环境 （生态）为优先原则”，在此基础上与 “针对可在科学上确定的环境损害”的预防为

主原则相区分［４］（Ｐ１２）。王伟认为保护优先是指 “对环境的保护行为优于对环境的开发利用行为”，它

生成了两个义务性规范，一是人向环境中排放的污染物不能超过环境的纳污能力，即环境的自我更

新能力；二是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不能超过环境的自我恢复的能力［１９］。王社坤、苗振华提出了保护

优先原则的双层构造，即环境利益优先与保护行为优先，即 “以环境利益为优先，使对环境的保护

行为优先于对环境的开发利用行为”。他们对 “保护行为”进行了进一步分类，包括恢复质量、维

持质量、提升质量、合理利用和禁止利用的保护行为［２０］。概括来说，既有文献中 “保护优先”内

涵界定的最大公约数是当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相冲突时，应优先考虑环境利益。此外，广义内涵还

应囊括恢复受损环境、确立环境保护行为基准、不确定风险的预防等问题。

上述保护优先话语的建构中，学者们主要关注的冲突类型界于资源的剥削性开发与环境保护之

间。在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背景下，基于国家公园功能分区的基本设计，诸如开矿、伐木等剥削性

开发方式已受到或将会受到严格规制。尽管此类冲突的解决短期内仍有赖于严格执法，但从发展的

眼光观之，“保护优先”所要解决的核心冲突将从 “剥削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转化

为 “自然保育和休闲使用”之间的冲突，后者会是保护优先适用于国家公园领域时面临的最大挑

战。王社坤、苗振华曾主张要区分绝对的环境利益优先和相对的环境利益优先，在安全环境利益受

损时表现为绝对的环境利益优先，而在舒适环境利益受损时，则表现为相对的环境利益优先，应对

不同利益进行衡量［２０］（Ｐ３８）。上述区分实际上反映的正是国家公园管理中特别的衡量需求，然而对如

何区分绝对和相对优先、相对优先的内涵和表现如何并未深入讨论。

除了通过理论分析阐释其内涵和外延外，保护优先原则的规范解读仍需诉诸于该原则是否及如

何指导执法者的决策制定和司法者的法律推理。下文中，笔者将以美国法为例，试图提炼出美国版

本的 “保护优先”及其规范意涵。

三、美国国家公园立法的 “双重授权”模式及其解释困境

尽管美国早在１８７２年便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但直到１９１６年，经过了长达六年的争

论和游说后，国会才通过了 《国家公园管理局组织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ｃｔ）（以下

简称 《组织法》）正式创立了国家公园管理局 （以下简称 ＮＰＳ），并授权其管理国家公园体系———

自此联邦层面的国家公园管理组织架构才得以正式确立。

《组织法》至今仍是ＮＰＳ管理其所辖国家公园体系最重要的法律依据之一。其核心内容在于阐

释了国家公园的根本目的： “保育景观、自然和历史名迹及其中的野生生物并提供对上述资源的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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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手段和方式须以上述资源不受损害并可由后代继续享用为限。”① 该根本目的的阐述中包含
了若干关键词，例如保育 （Ｃｏｎｓｅｒｖｅ）②、享用 （Ｅｎｊｏｙｍｅｎｔ）和损害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而国家公园也
因此承载了保育自然资源、提供享用机会、确保保护对象不受损害等多重目的。此外 《组织法》还
授权ＮＰＳ “采用与根本目的相一致的手段和措施”促进和规制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公园内土
地和资源的使用。换言之，ＮＰＳ的职责是二元的：一则促进使用，二则规制使用。
毫无疑问，《组织法》的 “双重授权”可以解决公园管理实践中的一些简单问题，例如同时符

合或不符合多元目的的管理决定。但当资源保育与公众享用之间发生冲突时，《组织法》还能否提
供冲突解决的指引呢？首先需要厘定此种 “疑难问题”的产生原因和表现形式。在ＮＰＳ成立初期，
出于争取选民支持、巩固自身合法性的目的，它以促进国家公园的休闲使用为首要任务，并积极与
铁路、公路、酒店等企业合作以增强国家公园的可达性———彼时国家公园管理战略是吸引游客，越
多越好③。直到１９６０年代，现代意义上对游憩活动的规制才出现。一方面机动车普及带来的旅游
产业化、大众化使得促进公众使用的需求式微；另一方面高环境影响的机动休闲方式的出现打破了
原先环保主义者与休闲使用群体之间的利益联盟，进一步造成了不同的使用者 （群体）之间的冲
突。ＮＰＳ的工作重心由此转向了对游憩活动和旅游者的管理和规制上，而日益增加的游憩规制引
发了规制者与休闲使用群体之间就规制手段、范围和程度上的分歧。实践中，ＮＰＳ对每一种游憩
活动的限制几乎都受到了质疑，并屡屡被诉至法院。例如国家公园内是否应允许休闲狩猎，狩猎能
否使用陷阱诱捕，国家公园内的水域能否驾驶私人游艇，沙滩上能否使用越野车，黄石公园内机动
雪橇的容量上限如何确定，大峡谷国家公园内的观光直升机最低飞行高度如何确定等等④。
如何达成不同利益和诉求间的平衡，有赖于对 《组织法》立法目的的解释。由于 《组织法》同

时规定了自然保育和享用，它常被冠以 “双重目的法案”、“矛盾法案”、“分裂法案”（Ｄｕａｌ／Ｐａｒａ－
ｄｏｘｉｃａｌ／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ｃ　Ｍａｎｄａｔｅ）等称谓［２１］（Ｐ６２５）［２２］（Ｐ１７）。Ａｎｔｏｌｉｎｉ认为它给ＮＰＳ的管理决定留下了太
多的裁量权，不过是一部 “软的或沉默的双重法案”（Ｓｏｆｔ　ｏｒ　Ｓｉｌｅｎｔ　Ｄｕａｌ　Ｍａｎｄａｔｅ）［２３］（Ｐ８９１）。在汗牛
充栋的文献中，就如何理解 《组织法》的立法目的，即国家公园管理中应遵循 “保护优先于享用”
的原则还是应支持对公园资源的休闲使用，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
首先，从文义解释角度来看，Ｈｅｒｍａｎ认为 “《组织法》使用的语言本身就昭示了两者产生冲

突的时候保存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是居于优先地位的”。⑤［２２］（Ｐ１７）第一，从文字的顺序上来说，《组织法》
先规定了资源保育，再引出了公众使用。这表明立法者更加强调资源保育的主要地位［２４］（Ｐ６１１）；第
二，条文中 “使资源不受损害留给后代人继续享用”，该损害的来源是 “享用和愉悦”而不是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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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１６ＵＳＣ．§１（“… ｗｈｉｃｈ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ｉ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ｅ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ｉｌｄ　ｌｉｆｅ
ｔｈｅｒｅｉｎ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ｊ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ｉｎ　ｓｕｃｈ　ｍａ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ｂｙ　ｓｕ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ａｓ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ｖｅ　ｔｈｅｍ　ｕｎ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ｊ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英文中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和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两个词常被不加区分地交替使用。若从自然管理的角度进行区分，前者尤指
人类积极的管理行为以及对自然资源的用途管制，例如出于平衡数量的目的对特定物种的扑杀；而后者更强调自然过程本
身的价值，人类尽可能少地介入和干预。本文将法条中的ｃｏｎｓｅｒｖｅ译为保育，以区别于强调自然原真价值的保存（ｐｒｅ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和更一般意义上的保护（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后文中依上下文情境可能也概括地译为保护。

有关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初期的管理政策，详见Ｌａｒｙ　Ｄｉｌｓａｖｅｒ（ｅ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
ｃ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Ｌａｎｈａｍ，ＭＤ：Ｒｏｗ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１９９４）。

相关判例，参考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ｌｕｂｓ，９４９Ｆ．２ｄ．２０２（１９９１）（法院判决国家公园管理局禁止狩猎中
使用陷阱的管理决定合法），Ｂｌｕｅｗａｔ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ｖ．Ｓａｌａｚａｒ，７２１Ｆ．Ｓｕｐｐ．２ｄ７（Ｄ．Ｃ．Ｃｏｕｒｔ，２０１０）（法院判决认为国家公园管
理局将两个国家海滨和湖滨公园开放供私人摩托艇使用的决定违法），Ｓ．Ｕｔａｈ　Ｗｉｌｄｅｒｎｅｓ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ｖ．Ｄａｂｎｅｙ，２２２Ｆ．３ｄ８１９
（１０ｔｈ　Ｃｉｒ．２０００）（法院判决认为峡谷地国家公园管理规划中允许机动车进入的规定合法）等。

该文中，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与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未进行明确区分，出于忠于原作的目的，保留了作者原文的表述。



个分句 “保育景观、自然和历史名迹以及其中的野生动物”。这说明立法者旨在限制公众的享用与
愉悦，以便达成保育的目的［２５］（Ｐ６７５）。然而不同的解释策略也可能推导出相反的结论。尽管 “不受
损害”可以解读为是对 “享用和愉悦”的要求，但从 “资源不受损害并可由后代继续享用”这个词
组来看，不受损害的目的正是使其 “可由后代继续享用”，因此 “对于使用和享用的限制不是单纯
为了自然保育而限制，而是为了确保该享用可以永续存在”［２４］（Ｐ６１７）。据此，保育只是用来服务于
“确保公园向所有公众开放并使其有使用和享用的机会”这一根本目的的手段而已。
其次，有学者通过比照国家公园和其他联邦保护地类型来厘清 《组织法》的根本目的，其中最

常用的两个参照物便是国家森林和荒野保护地。１８９７年的 《国家森林组织管理法》确立了美国森
林管理局行使职权的根本目的，即 “促进和保护领土范围内的森林……确保水流处于良好状态，而
且为美国公民对木材的使用和需求提供连续不断的供给”①。１９７８年的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ｖ．Ｎｅｗ　Ｍｅｘｉ－
ｃｏ② 一案中，最高法院通过引用 《组织法》通过时的众议院报告，对国家公园和国家森林的根本目
的进行了区分，“国家森林体系的主要目的是土地、水源、木材的使用，并增进全体美国公民的财
富”，而另外设立国家公园的目的则是 “保育自然使其处于它原有的状态”③。此外，国家公园和国
家森林隶属部门的分割也显示出二者目的上的差异性。１９０６年机构重组时，国会将国家森林的管
辖权转移至农业部，而国家公园仍然处于内政部的管辖之下。上述均成为国家公园立法目的 “保育
优先论”的重要论据。
作为美国１９６０年代兴起的荒野运动的直接产物，国会于１９６４年制定了 《荒野法》，确立了对

联邦土地的荒野价值进行特别保护的理念，对其施加了迄今为止最严苛的保护要求。就荒野立法和
荒野保护地体系的存在能否作为 “保护优先论”的论据，学界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
为，《荒野法》在既有的国家公园体系上新增了一层法律保护，它旨在保护公共土地的 “无使用”
（Ｎｏｎ－ｕｓｅ）的荒野状态。《荒野法》并不与 《组织法》冲突，因为荒野地的建立并未偏离 《组织法》
的根本目的，这意味着把公共土地置于 “无使用”的保存状态是与 《组织法》相符的［２６］（Ｐ５９）。相反
的观点认为既然国会在既存的国家公园体系上新设了荒野地保护体系，这就说明这种保护在原有的
国家公园中是不存在的，也因此才有了需要额外保护的需要［２４］（Ｐ６２０）。如果 《组织法》的根本目的在
于自然保育，则此种额外保护将无必要，故公众享用才是其根本目的。
再次，学者试图通过回溯立法史寻找国会的立法原意。耶鲁历史学家Ｒｏｂｉｎ　Ｗｉｎｋｓ在对 《组织

法》的立法材料进行细致和全面的梳理后，得出了 《组织法》中并无内在根本冲突的结论———ＮＰＳ
的根本目的是保育景观、自然和历史名迹，使它们免受损害，此目的优先于向公众提供享用的机
会［２７］（Ｐ６２３）。这一结论也成为相关论战中最广为采纳的论据之一。然而，正如历史解释方法本身存在
的局限性④，历史本身也存在着多种诠释的可能。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ｅｌｌａｒ指出国会在 《组织法》中强调了

ＮＰＳ在提供公众使用方面的职权［２８］（Ｐ２８５）。当时立法者并未有优先自然保育的意图；相反，其直接
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立法者们与 “使用和游览国家公园的人之间存在重大利益的耦合和共
鸣”［２９］（Ｐ８８０）。
综上，美国国家公园的立法并未采纳我国当下环境法基本原则和国家公园管理语境下的 “保护

优先”，而是以一种双重授权的模式试图在保育和享用之间取得平衡。然而每一种解释方法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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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１６ＵＳＣ§§４７３－８，４７９－８２ａｎｄ　５５１。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ｖ．Ｎｅｗ　Ｍｅｘｉｃｏ，４３８Ｕ．Ｓ．６９６（１９７８）。

Ｈ．Ｒ．Ｒｅｐ．Ｎｏ．７００，６４ｔｈ　Ｃｏｎｇ．，１ｓｔ　Ｓｅｓｓ．３（１９１６）。

美国学界和司法机关对是否应在案件审理中适用历史解释的方法解读国会立法尚存争议，例如 Ｈａｌｌ　ｖ．ＵＳ，

１３２Ｓ．Ｃｔ　１８８２（２０１２），ｐ１８９２（“警惕不要让模棱两可的立法史搅混了清晰的立法语言”）。



导致互相冲突的结论———保育与享用之争仍未有明确答案。鉴于此，有学者坚决否定对 《组织法》

进行解释的价值和必要性，他们认为国会从未想过要在 《组织法》中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基于
《组织法》的分析无助于冲突解决［２６］（Ｐ４４－４５）［３０］（Ｐ１）［３１］（Ｐ５１）。Ｅｖｅｒｈａｒｔ称国会给ＮＰＳ的指示是 “模棱两

可的，作为指南而言可能是毫无意义的”［３２］（Ｐ８０）。然而，另有学者虽认可 《组织法》的模棱两可，

但并不认为这是立法缺陷；相反，这正是立法者的真实意图。Ｍａｐｐｅｓ指出立法者对于目的 （Ｐｕｒ－

ｐｏｓｅ）一词使用的是单数而不是复数，这意味着 “保育”与 “享用”这两种授权不可避免地交织在

一起［２４］（Ｐ６２１），即便经由细致的解释方法，仍不可能完全将二者区分开来。国会避免直接回答这一棘

手问题，恰恰是给ＮＰＳ留下充分的裁量权，以便做出比立法者更恰当的管理决定［２７］（Ｐ５９３－５９４）。Ｎａ－

ｇｌｅ认为 “有证据表明国会有意地将广泛的管理职权授权给 ＮＰＳ”，而并不是像 “谢弗林案”那样

在国会立法出现模棱两可时 “推定”行政机关有裁量权 （Ｐｒｅｓｕｍｅｄ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２９］（Ｐ８８４）。因此，

ＮＰＳ通过 《组织法》获得的裁量权不应被视为是国会 “给予”的；相反，国会不应对ＮＰＳ的裁量

权施加过分的限制，以免ＮＰＳ不能作出一个最恰当的平衡决定。

需指出的是，《组织法》确立的立法权衡模式不可避免地与行政法的诸多问题勾连，进而影射

到更广泛的美国法的制度背景，其中最核心的便是以 “谢弗林尊重”为核心展开的一系列理论话题

和司法实践。谢弗林案的核心是在国会立法存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如何审查行政机关对

国会立法作出的解释，应给予该种行政解释多大程度的尊重①。上述围绕 “保护是否优先于享用”

的学术争论以 《组织法》的立法目的为中心展开，也经由行政裁量和司法尊重的话语形成了丰富的

实践体系。尽管这一话语体系与我国当前有关保护优先原则的讨论在范畴指向上略有差异，但实际

上并无二致。理由是美国 《组织法》中对基本原则条款付之阙如，使得立法目的条款实际上发挥了

法律原则的指引功能，司法判决对 《组织法》立法目的是否体现了 “保护优先”的频频追问也证实

了该条款对行政机关的规制裁量和司法推理的规范功能，而这也正是我国讨论 “保护优先原则”适

用问题的诉求所在，即该原则如何规范行政机关在国家公园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管理决定，以及法

院如何对此种行政决定进行完全的合法性和有限的合理性审查。下文中，笔者将围绕着 《组织法》

立法目的的解释问题，从国会、ＮＰＳ、司法三个不同的面向展开分析，重点观察不同机构之间在法

律解释问题上的互动。贯穿其中的问题意识包括：尽管立法上未明确保护优先，这是否意味着这一

原则在美国没有制度生成的空间？国会立法的 “双重授权”模式是否有益于指导司法推理，在国家

公园管理实践中的法律适用效果如何，又是否催生出修法的必要呢？

四、“硬化”《国家公园管理局组织法》：立法、行政与司法实践

《组织法》本身并未就保育、享用孰轻孰重给出明确答案。然而，适用于国家公园管理的法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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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谢弗林案（Ｃｈｅｖｒｏｎ　ＵＳＡ，Ｉｎｃ．ｖ．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Ｉｎｃ．，４６７ＵＳ　８３７（１９８４））确立了司法审查行政
机关对国会立法的解释时的两步走策略：第一步，如果国会就所涉问题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其意图，则问题终结，法院和行政
机关都应服从于国会意图；第二步，如果国会在其立法中并未明确对争议问题进行界定，即立法上有模糊时，法院须判断行
政机关的解释是否是可允许的解释。只要行政机关的解释是合理的，法院就应尊重该解释。有关谢弗林尊重的中文讨论，

参见宋华琳：《中国的美国行政法研究：一个学术史的概观》，《浙江学刊》２００５年第６期；高秦伟：《政策形成与司法审查———

美国谢弗林案之启示》，《浙江学刊》２００６年第６期；李红雷：《规制国家中对行政解释的司法审查》，载于傅蔚冈、宋华琳（编）
《规制研究———转型时期的社会性规制与法（第一辑）》，格致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等。



系非常庞大，除了特别适用于国家公园体系的 《组织法》及其修正案和其他国会立法①外，国家公园
管理的准据法还包括一般性的环境立法和适用于所有联邦机构的行政立法，例如１９４６年的 《联邦行
政程序法》。此外，ＮＰＳ也制定了一套完备的规则体系。在这种复杂的国家公园规范体系中，其他法
规的适用对 《组织法》的双重授权产生了何种影响？ＮＰＳ如何在自己的规则体系中诠释其对 《组织
法》根本目的的理解？司法机关又如何依据 《组织法》来裁决国家公园管理中的纠纷？

（一）“硬化”《国家公园管理局组织法》之荒野立法
《组织法》之软指它的双重授权模式在解决疑难问题时的无能为力。正如Ａｎｔｏｌｉｎｉ所言，“当软

的 《组织法》与一个明确表达了保护理念的制定法结合来看时，它的软就体现得更淋漓尽致
了”［２３］（Ｐ９０３）。现代意义上的环境立法，尤其是那些明确体现了荒野保护理念的国会立法就扮演了这
样一种参照物的角色，包括上文提到的１９６４年的 《荒野法》和１９６８年的 《野外景观河流法》。

《荒野法》旨在 “管理荒野地使其不受损害，在不影响后代人使用和欣赏荒野的限度内，为当
代人提供使用和欣赏荒野资源的机会”②。与１９１６年 《组织法》的立法目的相比，两个法案都强调
了 “为当代人提供使用和欣赏机会”，并采纳了所谓的 “损害”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标准。就此而言，
《组织法》和 《荒野法》在法律文本上并无二致。其核心区别在于 《荒野法》对荒野地内的商业使
用、机械化使用和道路建设的严格规制③。《荒野法》的严格规定曾引发诸多争议。早在１９５０年代
《荒野法》草案被审议之时，西部州就因担心草案中对经济活动的禁止和限制将会剥夺当地利益而
提出了反对意见［３３］（Ｐ９６１）。ＮＰＳ最初也反对将 《荒野法》适用于其所管辖的国家公园体系，它认为
《组织法》已对国家公园内的土地和资源提供了充分的保护，额外的荒野保护是不必要的。ＮＰＳ之
前的管理实践是铺设更多的道路、建设更多的游客设施、提供更多的便利，尽可能地吸引更多的人
来到国家公园。而 《荒野法》一旦出台，ＮＰＳ便很难再在公园土地上修建类似的道路和设施。最
终出台的 《荒野法》实际上是各方妥协的产物［３４］，一是平息长久以来机构间的冲突，尤其是 ＮＰＳ
和森林管理局之间的冲突；二是权衡主张荒野保护的环保主义者和商业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然
而即便如此， 《荒野法》所宣示的荒野保护理念依然是对 “自然优先”的绝佳注脚。这也体现在
《野外景观河流法》的冲突解决条款中，若国家公园内或已设立的荒野地内有河流被命名为荒野／景
观／休闲河流，当 《组织法》、《荒野法》和 《野外景观河流法》冲突时，适用较为严格保护的法律
条款④。
概括来说，荒野立法在既存的 《组织法》及其创设的国家公园体系外额外增添了一层更严格的

法律保护，通过强调严格荒野保护的理念 “硬化”了软的 《组织法》，即确立了荒野保护优先于其
他使用的原则。

（二）隐蔽的反弹：国家公园创设法案和国会个案干预
尽管荒野立法在一定程度上 “硬化”了 《组织法》，但 《组织法》本身双重授权的模式为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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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除《组织法》外，专门适用于国家公园体系的国会立法还包括１９７０年《一般权力法案》（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ｃｔ）（旨在
建立国家公园体系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Ｓｙｓｔｅｍ，统一所有国家公园单元的适用标准），１９７８年的《红杉修正案》（旨在扩大红杉国家公
园的边界以保护国家公园免受上游伐木者所致损害，提出了减损标准（ｄｅｒｏｇａｔｉｏｎ）；有关减损标准和损害标准的关系，下文将
详述之），１９９８年的《国家公园综合管理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Ｏｍｎｉｂｕ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ｃｔ），１９６５年的《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政策法》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ｃｔ）及其１９９８年的修正案《特许经营管理改进法》（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ｃｔ）等。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ａ）。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ｃ）；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ｄ）（６）。《荒野法》完全禁止了任何形式的“商业企业（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和永久性道路”，有
条件地禁止了“临时道路，机动车辆、机动设施或机动船的使用，飞行器的降落，或其他形式的机械运输、构造或装备”，在符合
荒野地的休闲使用和其他荒野使用目的的前提下有条件地允许“商业服务（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有关商业企业和商业服务的
区别，参见 Ｈｉｇｈ　Ｓｉｅｒｒａ　Ｈｉｋｅ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ｖ．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３９０Ｆ．３ｄ６３０（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ｐｐｅａｌｓ，９ｔｈ　Ｃｉｒｃｕｉｔ　２００４）。

１６ＵＳＣ§１２８１（ｂ）。



用优先”的解释路径提供了持续动力和隐蔽空间；日渐成长的 “休闲利益团体”与环保团体相比，
无论在话语权、能动性和资源上都趋于平衡。这也形成了国家公园立法的另一个趋势，即个案中严
格保护主义的例外。该例外的达成途径是国会针对特定国家公园单位①制定的两种特别立法———一
是就每一个新设立的国家公园单位所立的创设法案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Ａｃｔ），二是就个案争议制定的特别
法，使得ＮＰＳ在特定情境下的行政决定得以偏离其普遍采纳的管理政策。Ｎａｇｌｅ将这两类规范分
别称作 “前瞻型”（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和 “回应型”的国会立法［２９］（Ｐ９０３）。
首先，国会可在设立国家公园单位时通过创设法案对若干事项进行特别说明和指示。当 《组织

法》和这些创设法相冲突时，创设法优先适用②。因此，美国各个国家公园单位所适用的法律均不
相同。就同一问题，例如是否禁止狩猎、捕鱼、使用越野车等，各个国家公园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
规定。国会在近年来的创设立法中表现出了很强的 “细化国会指示”的意图和趋势［３５］（Ｐ７７９－８１４），例
如在大烟山国家公园的创设法中国会特别就一小段公园内道路上能不能使用机动雪橇的问题做出了

非常具体的规定，在米德湖国家休闲区的创设法案里国会非常详细地规定了划船、露营、野餐等具
体的休闲使用方式③。这种立法趋势的可见后果就是极大地限缩了ＮＰＳ的裁量权，另一方面也是减
少了其裁量义务，即ＮＰＳ只需遵循国会的立法指示即可，无需诉诸双重授权作出个案判断。
其次，除了细化创设法外，国会还积极主动地介入具体国家公园管理争议，常见的是通过特别

立法的方式进行个案干预。Ｎａｇｌｅ分析了三起 ＮＰＳ在执行联邦法律时与地方社区产生的冲
突［２９］（Ｐ９１０－９２２），例如地方社区出于发展旅游经济的考虑不服ＮＰＳ的噪音规制、限制越野车使用、进
行船舶检验等行为，地方国会对此都进行了积极干预。上述分析一方面反映 ＮＰＳ在决策和执法中
可能受到颇多政治影响，另一方面也增加了 “保育享用之争”的不确定性，使得国家公园管理呈现
出碎片化而非统一化的趋势，这种现象与上述荒野立法对 《组织法》的硬化形成相互拉锯之态势。
如何评价国会的角色？有学者认为国会进行了太多例外性的规定，可能会破坏国家公园体系的

整体性和一致性［３５］（Ｐ８０８），过多的政治操作空间也对 ＮＰＳ的专业判断施加了负面影响。Ｎｉｅ认为创
设法案的例外规定会 “阻碍 （国家公园体系的）综合规划，稀释行政和科学专业知识的重要
性”［３６］（Ｐ２３７－２３８）。相反，Ｎａｇｌｅ则对国会持有相对宽容的态度。他指出，首先保育和享用的争议双方
通常具备相当的政治影响力。随着环保团体权力日益显著，国会对地方社区和经济的支持使得另一
方有能力与环保团体抗衡；其次，国会干预并未减损 ＮＰＳ的专业判断或联邦司法的一体性。保育
和享用的冲突是价值权衡，其解决并非取决于知识多寡。国会对此应有最终的话语权而非 ＮＰＳ；
再次，国家公园体系所追求的一致性并不应排除该体系同样应予以关注的基于个案的灵活性，二者
皆为国家公园管理的目标［２９］（Ｐ９２３－９２４）。

（三）硬化 《国家公园管理局组织法》之 《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政策》

根据 《组织法》的授权④，ＮＰＳ制定了一套完备的规则体系，即 “国家公园管理局指令体系”，
这些规则集中体现了它对于其所辖国家公园管理的理念和哲学。其中的核心组成便是 《国家公园管
理局管理政策》（以下简称 《管理政策》），它设定了一般的国家公园管理框架和决策标准，并适用
于整个国家公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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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由４１７个国家公园单位组成，包括１９种不同的命名类型（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ｉｏｎ），其中以“国家公园”命名
的国家公园单位共有６０个（数据截至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３日）。

１６ＵＳＣ．§１ｃ（ｂ）（‘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ｃｔ…ｓｈａｌｌ，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ｓｕｃｈ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ｗｉｔｈ
ａｎｙ　ｓｕｃ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ｂ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ｌｌ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ｓｙｓｔｅｍ’）。

１６ＵＳＣ．§１９２ｂ－９（ｇ）；１６ＵＳＣ§４６０ｎ–３（ｂ）。

１６Ｕ．Ｓ．Ｃ．§３（内政部长被授权“制定并公布他认为需要或合适的适用于ＮＰＳ所辖公园、纪念物或保留地的使用
和管理的规则和规章”）。



最初的 《管理政策》发布于２００１年，确认了国家公园管理的唯一标准，即 “损害”标准，同
时明确表明 “如果资源保育和提供享用机会之间存在冲突，则资源保育优先”①。２００５年，布什政
府出台了 《管理政策》的修订草案。与其促进休闲旅游、加速休闲产业发展的总体政策相一致，该
草案明显偏离２００１年的理念，体现出强烈的提供享用机会、发展旅游的倾向②［２４］（Ｐ　６２９－６３０）。草案一
出台便遭到强烈反对，有学者指责其为 “有史以来对国家公园体系核心价值最大的背离，对整个体
系的完整性造成了莫大的威胁”③［３７］（Ｐ７５）。此后 ＮＰＳ迫于压力修改了草案，于２００６年最终公布并沿
用至今。
相较于２００５年草案，２００６年 《管理政策》表现出戏剧性的反差，这一过程也被称作 “过山车

式的政策制定”［２３］（Ｐ８６６）。在保育和享用的关系问题上，它沿用了２００１ 《管理政策》“资源保育优先”
表述；不同的是，它提出了一个较先前的 “损害”标准更高且更严格的 “不可接受的影响”标准。
它首先明确了１９１６年 《组织法》规定的 “损害”标准和１９７８年 《红杉修正案》提出的 “减损”标
准④实际上是同一标准，不应区别理解，重申了 《组织法》对国家公园根本目的表述的权威地位。
其次，它对何谓损害进行了详细解释⑤，给出了认定损害的实体和程序要求，指出对公园资源或价
值可能产生影响的所有行为均需纳入损害标准的检验范畴。再次，它提出了更严格的 “不可接受的
影响”标准，即不得允许那些尚未对公园资源或价值造成损害，但在特定环境下仍然不可接受的影
响 （第１．４．７．１．节）。只有通过了损害标准和不可接受影响的双重检验，ＮＰＳ才可以在所辖范围
内允许对国家公园的合理使用。
此外，《管理政策》还规定了不同种类合理使用的优先性问题。向公众提供享用机会是国家公

园根本目的之一，故 “合理的公众享用”（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ｎｊｏｙｍｅｎｔ）被视为一种具有优先权
的使用形式。该种使用须 （１）特别契合特定公园内最突出的自然和文化资源；（２）有助于理解并
欣赏公园资源和价值，或通过与公园资源的直接联系、相互影响或关联来达成促进公众享用的目的
（第１．５节）。简言之，在ＮＰＳ做出有关某项具体的使用方式是否为国家公园内允许的使用方式的
决定时，首先要依据上述两个要件判断它是否为一项具有优先权的使用形式；如果是则允许，如果
不是则须进行不同程度的规制。图１展示了ＮＰＳ做出此种决定需遵循的程序。

（四）司法尊重语境下的 《国家公园管理局组织法》释义

１９７０年代以来，得益于立法和司法对原告资格的拓展和放松，联邦公共土地上的诉讼数量急
剧增长。国家公园管理相关的诉讼表现出若干特点：首先，多数诉讼均以 ＮＰＳ违反法定程序为由
提起，尤其是违反 《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的环评程序；其次，由于 《组织法》本身并未赋予原告
提起诉讼的诉权，原告常以ＮＰＳ决定违反了 《联邦行政程序法》、《濒危物种保护法》、《荒野法》、

—１０１—

马　允：论国家公园 “保护优先”理念的规范属性———兼论环境原则的法律化

①

②

③

④

⑤

《管理政策》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４．３（“Ｗｈｅｎ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ｅｎ－
ｊ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ｍ，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ｏ　ｂｅ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草案删除了所有关于资源保育是独立的公园管理目标的表述，没有一处使用自然保存（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的字眼，行文
上也更加强加使用和休闲用途。

前任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乔恩·贾维斯（Ｊｏｎ　Ｊａｒｖｉｓ）（任职期间２００９—２０１７）的公开讲话。

１９７８年的《红杉修正案》初始意图是修正１９７８年制定的《红杉国家公园法》，扩大红杉国家公园的边界以保护国家
公园免受上游伐木者所带来的损害。因其在国家公园组织法中增添了两句话，因此被视为《红杉修正案》。这两句话是：
“国会进一步确认，宣布并规定促进并规制国家公园体系内的不同单位应与组织法第一节所确立的根本目的相一致，并致
力于服务美利坚人民的共同利益。除非国会直接并明确地予以排除，对公园内活动的许可应阐明理由；对这些领域的保护
和管理应当考虑到公共价值和国家公园体系的完整性，并不得减损（ｄｅｒｏｇａｔｅ）这些价值以及建立这些区域时的目的。”

损害是“一种基于负责任的公园管理者的专业判断，可能伤害到公园资源或价值的完整性的影响，该影响的对象也
包括那些在公园资源或价值未受损害时可转成的享用机会”（第１．４．５节）。



图１　判断国家公园体系内合理使用的程序

《国家环境政策法》等提起诉讼；再次，ＮＰＳ常受到环保组织和休闲利益群体的双重夹击，例如当
环保组织起诉ＮＰＳ并指责其对机动休闲使用方式的规制不足时，休闲利益群体常常以第三人的身
份参与诉讼，反之亦然。那么司法在审查ＮＰＳ的管理决定时如何解释 《组织法》的 “双重授权”？
它对于ＮＰＳ的 《管理政策》规定的 “保育优先”又持何种态度呢？

１．司法尊重话语的确立：ＳＵＷＡ案及其后续判例。在一系列有关 《组织法》的诉讼中，南犹
他荒野联盟 （ＳＵＷＡ）案①可谓是最典型的案例之一，它是地区法院依据 《组织法》而非其他环境
立法做出的第一例判定ＮＰＳ的管理决定违法的案例。ＮＰＳ在１９９５年发布的 《峡谷地国家公园偏远
地区管理计划》（以下简称 《管理计划》）中允许在一段１０英里长的公园道路上使用机动车辆。原
告ＳＵＷＡ认为 《组织法》以保育为根本目的，不允许对公园资源的任何损害，该计划因违法应被
撤销。被告ＮＰＳ认为 《组织法》本身是模棱两可的，而自己做出的允许机动车使用的决定是对冲
突利益的合理权衡，司法应给予尊重②。在１９９８年的初审判决中，地区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
是 “国会是否授权ＮＰＳ允许那些将会永久性地破坏公园资源的行动”，很明显该答案是否定的，

ＮＰＳ一审败诉。
在上诉审中，第十巡回法院指出初审法院对争议焦点的提炼是错误的，本案的核心问题应是

“《管理计划》允许在一段长达十英里的路面上使用机动车，这是否与国会在 《组织法》和 《峡谷地
国家公园创设法》中表达出的明确意图一致”。巡回法院认为 “《组织法》允许ＮＰＳ在决定允许或
禁止一定行为时，对有可能会冲突的资源保育和游客享用进行权衡”③ ———换言之，本案是 “谢弗
林第二步”的问题，即ＮＰＳ对 《组织法》的解释是不是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不是地区法院所声称
的 “谢弗林第一步”的问题，即 《组织法》的规定是不是模棱两可的。那么如何判断 ＮＰＳ的解释
是否合理呢？巡回法院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 “行政解释所致结果是否可使资源免受损害，以供
后代人享用”。因此，全案的核心落在了对 “损害”标准的界定上。本案上诉审期间，ＮＰＳ正着手
制定 《管理政策》，其中就包含对损害标准的界定。但由于尚未出台，因缺乏形式上的完整性而不
适用谢弗林尊重，故二审法院发回地区法院重审，并责令其审查 ＮＰＳ在重审期间可能会出台的
《管理政策》的性质，确定它是属于 “值得谢弗林尊重的立法性规则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Ｒｕｌｅｓ）”还是
“应给予较少尊重的解释性规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　ｒｕｌｅｓ）”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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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Ｕｔａｈ　Ｗｉｌｄｅｒｎｅｓ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ｖ．Ｄａｂｎｅｙ，７Ｆ．Ｓｕｐｐ．２ｄ１２０５ （Ｄ．Ｕｔａｈ　１９９８），ｒｅｖ’ｄ，２２２Ｆ．３ｄ８１９ （１０ｔｈ
Ｃｉｒ．２０００）；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Ｕｔａｈ　Ｗｉｌｄｅｒｎｅｓ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ｖ．ＮＰＳ，３８７Ｆ．Ｓｕｐｐ．２ｄ１１７８（Ｄ．Ｕｔａｈ　２００５），下文中将分别指称该三份判决
为ＳＵＷＡ　１９９８，ＳＵＷＡ　２０００和ＳＵＷＡ２００５。

ＳＵＷＡ　１９９８，Ｐ１２１１。

ＳＵＷＡ　２０００，Ｐ８２６。

ＳＵＷＡ　２０００，Ｐ８２９。



２００１年，ＮＰＳ发布了 《管理政策》并详述了损害标准。２００２年，ＮＰＳ就涉案地区机动车使用
问题重新进行了环评，并基于环评结论在２００４年修订并公布了新的 《管理计划》。与１９９５年的计
划相比，此次修订作出了１８０度的转折，禁止在原争议地区使用任何机动车辆。戏剧性的是这一次
原告从环保团体ＳＵＷＡ变成了 “犹他共享访问联盟”（Ｕｔａｈ　Ｓｈａｒｅｄ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和其他休闲
利益群体，他们也依据 《组织法》提起了诉讼，认为修订后的 《管理计划》剥夺了他们使用和欣赏
峡谷内重要区域的机会，同时还对ＮＰＳ制定的 《管理政策》的效力提出了质疑，认为它对于 “保
育优先”的表述不恰当地降低了 “公园使用和享用”的地位①。

案件发回重审后，这一次地区法院吸取了之前诉讼的教训，遵循巡回法院的指示进行了判决。

它首先认可了 《组织法》存在模棱两可，同时采纳 “谢弗林第二步”的检验规则，判决ＮＰＳ胜诉，

支持了它禁止机动车使用的决定。判决分析步骤如下②：
（１）２００１年的 《管理政策》是ＮＰＳ制定的 “旨在发生法律效力”的规则，满足 Ｍｅａｄ案③所确

立的标准，故适用谢弗林尊重；（２） 《组织法》并没有强制性要求 ＮＰＳ给予保育和享用以同等权
重，如何权衡的核心判断标准是 “损害”。２００１年的 《管理政策》与 《组织法》的立法语言并没有
明显冲突。根据 “谢弗林第二步”，体现在 《管理政策》中的ＮＰＳ对 《组织法》的行政解释是合理
的、允许的，司法应给予尊重；（３） 《管理计划》属于 ＮＰＳ广泛的行政裁量权范畴，是对 《组织
法》和 《峡谷地国家公园创设法》的合理解释。

上述分析表明地区法院主要基于行政裁量和司法尊重对 ＮＰＳ决定进行审查，自己并未进行实
质性司法判断。这一推理框架也被延续到ＳＵＷＡ案之后的系列判决中。Ａｎｔｏｌｉｎｉ对２０００到２００８
年间与ＮＰＳ有关的约４０例案例进行了量化分析，结论是 《组织法》给予了ＮＰＳ非常广泛的裁量
权，而法院表现出对ＮＰＳ所做裁量决定极大的司法尊重。她指出２０００年以前的部分案例也同样表
现出类似的司法态度［２３］（Ｐ８９５）。在司法尊重的语境下，判决结果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既有支持自然
保育也有支持享用的判决。就比例而言，２０００年以前的判例表明当休闲使用团体起诉ＮＰＳ的严格
保护决定时，法院通常会支持ＮＰＳ的保护决定。然而，基于 《组织法》的双重授权，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８
年间判例法开始有了明显的转向，ＮＰＳ和环保团体的败诉率日益增高，法院开始倾向于支持休闲
使用团体④。

２．复杂图景的形成：对其他环境立法的司法适用。如上文所言，法院很少仅仅诉诸于 《组织
法》来裁决国家公园管理纠纷，更多地是诉诸于其他环境立法。在适用其他环境立法方面，法院的
司法审查态度体现出区别于 《组织法》审查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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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ＳＵＷＡ　２００５，Ｐ１１８１。

ＳＵＷＡ　２００５，Ｐ１１９０。

在２００１年的 Ｍｅａｄ案（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ｖ．Ｍｅａｄ　Ｃｏｒｐ，５３３Ｕ．Ｓ．２１８（２００１））中，法院确立了司法给予“谢弗林尊重”的
前提，即国会明确授权行政机关制定与立法效力等同的规则。对于行政机关通过非立法性规则所产生的行政法解释，法院
将不会给予谢弗林尊重。

举例来说，在黄石公园内有关机动雪橇使用限额的纠纷中，法院通过一系列颇具戏剧性的判决表现出极强的支持
休闲使用团体的趋势（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Ａｎｉｍａｌｓ．ｖ．Ｎｏｒｔｏｎ，２９４Ｆ．Ｓｕｐｐ．２ｄ９２（Ｄ．Ｄ．Ｃ．２００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ｎｏｗｍｏｂｉｌ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
ｔｕｒｅ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ＳＭＡ）ｖ．Ｎｏｒｔｏｎ，３０４Ｆ．Ｓｕｐｐ．２ｄ１２７８（Ｄ．Ｗｙｏ．２００４）；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ｖ．Ｎｏｒｔｏｎ，３２３Ｆ．Ｓｕｐｐ．２ｄ７
（Ｄ．Ｄ．Ｃ．２００４）；Ｇｒｅａｔ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ｓｔｏｎｅ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ｖ．Ｋｅｍｐｔｈｏｒｎｅ，５７７Ｆ．Ｓｕｐｐ．２ｄ１８３（Ｄ．Ｄ．Ｃ．２００８）等）；围绕着是否应允许
在科罗拉多河上进行商业筏运的问题，法院通过系列判决也支持了ＮＰＳ的允许商业筏运的决定（Ｗｉｌｄｅｒｎｅｓ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ｉｇｈｔｓ
Ｆｕｎｄ　ｖ．Ｋｌｅｐｐｅ，６０８Ｆ．２ｄ１２５０（９ｔｈ　Ｃｉｒ．１９７９），ｃｅｒｔ．ｄｅｎｉｅｄ，４４６ＵＳ　９８２（１９８０）；Ｒｉｖｅｒ　Ｒｕｎｎｅｒｓ　ｆｏｒ　Ｗｉｌｄｅｒｎｅｓｓ　ｖ．Ｍａｒｔｉｎ，

５９３Ｆ．３ｄ１０６４（９ｔｈ　Ｃｉｒ．２０１０））；在Ｄａｖｉｓ　ｖ．Ｌａｔｓｃｈａｒ（２０２Ｆ．３ｄ３５９（Ｄ．Ｃ．Ｃｉｒ．２０００））一案中，ＮＰＳ允许在葛底斯堡国家军
事公园中实施受控的猎鹿行为的决定，也获得了法院支持。



就 《荒野法》而言，基于其严格规制的特点，ＮＰＳ荒野管理决定中的裁量权受到极大限缩。

Ａｐｐｅｌ梳理了联邦各级法院１９６４至２０１０年间做出的９４例有关荒野保护的案例，指出当环保主义
者起诉联邦土地管理机构的决定并主张更多的荒野保护或更少的使用时，其胜诉率为５２％。当荒
野使用者起诉联邦机构主张荒野保护过于严格应予以降低时，联邦机构几乎鲜有败诉，胜诉率高达

８６．４％。Ａｐｐｅｌ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司法机关 “单向性推进的 （Ｏｎｅ－ｗａｙ　Ｒａｔｃｈｅｔ）荒野保护”。通过
对比一般行政法和环境法领域内有关司法谦抑和尊重的数据，他指出相较其他领域内的司法尊重，
司法机关在荒野保护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即给予较少尊重，具有强烈的倾向于支持荒野的趋
势［３８］（Ｐ１１１－１１９）。
另一部重要的环境立法是 《国家环境政策法》 （ＮＥＰＡ）。自１９６９年制定并实施４０余年来，

ＮＥＰＡ已成为美国环境法史上被起诉最多的一部法律［３９］。其核心是要求联邦行政机构做出决定前
要严格地考量环境因素 （Ｈａｒｄ　Ｌｏｏｋ）并进行环评。就 《组织法》和 ＮＥＰＡ的关系，法院曾在

Ｂｌｕｅｗａｔ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ｖ．Ｓａｌａｚａｒ① 一案中，否定了ＮＰＳ认为自己依据 《组织法》进行的 “损害”分析
符合ＮＥＰＡ严格审查要求的申辩，意即ＮＥＰＡ要求高于 《组织法》。但 ＮＥＰＡ的适用对国家公园
管理中保育享用之权衡产生了何种影响呢？基于自ＮＥＰＡ制定以来的案例梳理，Ａｎｔｏｌｉｎｉ认为ＮＥ－
ＰＡ的影响是双重的：有些案件中，ＮＥＰＡ支持了ＮＰＳ的保护决定；在另外一些案件中，ＮＥＰＡ可
能减损ＮＰＳ对 《组织法》“保育优先”的行政解释［２３］（Ｐ８９６－９０２）。主要原因是ＮＥＰＡ仅仅施加了一种
程序上的义务，并不会对联邦机构下达必须达成某种特定结果的指令，例如保育优先的结果。所
以，ＮＥＰＡ在有些案件中 “只是变成了可供ＮＰＳ或私人使用团体操纵的诉讼工具，用以证成ＮＰＳ
作出的旨在促进对国家公园的使用和享用而非保育的决定”［２３］（Ｐ９０１）。
综上，与司法对 《组织法》的行政解释给予相当程度的尊重相比，在适用国会其他有关环境的立

法，尤其是荒野保护有关的立法时，司法谦抑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对ＮＰＳ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
（五）修法导向的改革进路：保护优先的明确化
《组织法》本身并没有为保育和享用之间的潜在冲突提供较好的立法解决途径，相反它的双重

授权模式直接造成了ＮＰＳ的两难困境，尤其在ＮＰＳ做出游憩规制的决定时更加凸显。实际上，国
会自１９１６年通过 《组织法》以来，在将近１００年的时间里从未对此根本目的条款进行过修订。《组
织法》所表述的根本目的仍然统辖着约８亿英亩的国家公园体系的管理。值 ＮＰＳ成立百年之际，
学者与当局就现有法律体系是否反映了国家公园根本使命、是否满足了其管理需求以及该体系如何
进行自我持续变革进行了广泛的反思和讨论。尽管不时有学者建议修改 《组织法》并明确保护的优
先性，但国会似乎并无修法的意向。Ｒｏｂｅｒｔ　Ｋｅｉｔｅｒ认为 《组织法》的损害标准能够为公园资源提
供充分和持续的法律保护，司法判例和ＮＰＳ的管理政策对 《组织法》的注解，已足以让ＮＰＳ制定
新的政策和战略来应对国家公园在未来将要面对的挑战，故从根本上修改 《组织法》已无必
要［４０］（Ｐ２４６－２４８）。相反，Ａｎｔｏｌｉｎｉ认为 “双重授权模式已导致了一个不可预期的司法审查体系”，国会
应通过修法的方式重新确立整个民族对于不可再生的国家公园资源和价值的承诺。她建议对 《组织
法》规定的 “享用”进行限制，增加 “兼容性”的要求，即将国家公园的根本目的修改为：

“（根本目的是）…给予
獉獉
保育景观、自然和历史名迹以及其中的野生生物以最高的优先

獉獉獉獉獉獉
性
獉
，并在证实兼容的情况下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允许
獉獉
对上述资源的享用，其手段和方式须以为了后代人

獉獉獉獉獉
使上

述资源免受损害为限”［２３］（Ｐ９１２） （着重号表示强调改动）

Ｃｈｅｅｖｅｒ也支持对 《组织法》根本目的进行澄清，明确保育优先。他指出这种澄清可以 “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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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７２１Ｆ．Ｓｕｐｐ．２ｄ７（Ｄ．Ｃ．Ｃｏｕｒｔ，２０１０）。



有利益相关群体传达同样的信息”，尽管不能 “确保行政机关的旨趣和裁量因此得到增强，但至少
能让这种目的变得可能”［２１］（Ｐ６４６）。
笔者认为在美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国会修订现行的 《组织法》并阐明其 “保育优先”的根本

目的可能是重构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的最优方式。做出这一结论前需要进行必要的澄清和区分。实
际上当前的争论包含两个子问题：一是国家公园设立和管理的根本目的是自然保护吗？二是特定的
自然保育行为和游憩行为是那种不会对国家公园资源造成损害的行为吗？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游憩
行为可能造成对国家公园资源的损害，自然保育行为也有可能，尤其是对生态系统积极的人为干预
和管理行为，例如出于数量控制的目的对野生动物的扑杀和出于树种更新的目的对林木的皆伐，正
是在此意义上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和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有了区分的必要。故在谈论 “保护优先”时，需要明确
即便是出于保护目的而进行的管理行为也要接受 “损害标准”的检验。真正与 “享用”相冲突的并
非单纯的 “自然保育”，而是对国家公园资源造成损害的状态。
明确了这两个子问题以后，便可逐一设计解决方案。第一个问题，即我们为什么要设立国家公

园，这实际上是公共政策的问题，是具有明显的价值和利益取向的政治问题，无论行政机构还是法
院都不适宜解决这类问题———最适合的解决路径是诉诸民主和立法。实践表明国会不仅有能力而且
有意愿主动介入此类纠纷，这通过上文所述的国会以创设法和特别法案的方式干预国家公园管理纠
纷便可见一斑。第二个问题才是最能体现 ＮＰＳ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领域，即评估一个特定的行为
对环境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并判断这种负面影响是否构成 《组织法》所不容许的 “损害”。这个
过程恰恰正是司法欠缺信息、知识和能力并应给予司法尊重的过程，也正是司法推理得以成型的场
域所在。

五、结论及启示

相较于其他学科对法律和政策概念的严格区分，环境法中二者的黏连和交互程度更为紧密，尤
其体现在环境原则研究中，这对传统教义学的分析范式提出了挑战。“保护优先”原则的法律化带
有强烈的宣示色彩，该原则本身并不能给如何解决环境问题一个快速的答案，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
决环境法的方法论问题；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学者所称的 “改善既往研究对伦理价值进行宏大
论证的弊病，并增强环境法作为一个学科的规范性”［４１］，也未可知。然在保护优先原则已被写入环
境基本法的后 “立法呼吁”阶段，加强环境法的解释论研究、挖掘该原则的规范内涵宜是应有之
意［４２］。
美国国家公园双重授权的立法模式及其实践表明，面临国家公园管理中的疑难问题时，如何在

不同利益主体间寻求最佳平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对根本目的进行解释以及由谁解释。但其现有
制度框架并未对 《组织法》形成一种统一且富有成效的法律解释，“立法授权”— “行政裁量”—
“司法尊重”的话语体系产生了进行不同法律解释的空间，也使得其政策中心基于政治、经济等因
素的影响在自然保育和公众享用之间摇移不定。就此而言，美国法提供的更多是教训而非经验，中
国的立法实践似乎可以为美国提供镜鉴。然而，对美国法的观察依然是有启发性的。
首先，对 “保护优先”的规范解读指向的问题包括何谓保护？优先于什么？在国家公园管理的

复杂情境下，回答上述问题不应进行简单线性处理，需要对冲突的种类、来源、不同使用方式的权
重进行更细致的界分。简单地把 “保护优先”理解为环境保护优先于经济发展并进行 “政策化”处
理，无疑是低估了这一原则蕴含的指导行政实践和司法推理的潜在能量。就此而言，ＮＰＳ 《管理政
策》对国家公园内不同使用形式的权重和优先级别的确定具有参考意义，例如赋予 “合理的公众享
用”和其他使用方式以不同权重，通过 “合目的性”和 “兼容性”检测形成不同使用方式的位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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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在此基础上分别采取不同的规制策略。目前已成型的位阶如下①：第一序列：个别公园单元的
立法目的＞荒野保护 （如有设立荒野保护地）＞自然保育；第二序列：具有优先权的合理的公众享
用＞其他休闲使用方式；第三序列：与公园资源特许经营相关的活动；第四序列：其他合理使用。
实际上，上述序列的设计并非对 “保护优先原则”规范内涵的注入，而是对其下位规则的填充。正
所谓法律原则适用的前提是穷尽法律规则［４３］（Ｐ１９），当规则缺位时，才是 “保护优先”出场的时机。
换言之，上述位阶获得规则效力后可直接用以指导行政实践和司法推理，便无需再诉诸抽象的保护
优先。
其次，正所谓 “法律原则是规则和价值观念的汇合点”［４４］（Ｐ９０），保护优先原则蕴含了明显的价

值宣示、道德和价值判断，其规范内涵的析出需借助于 “损害”标准这个工具。上文已述，无论是
经济开发行为还是休闲使用行为，甚至是出于环境保护目的的自然保育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干扰生
态系统的原真性，对环境造成影响②［１９］（Ｐ７９）。法律需要建构的底线是何种程度的环境影响是可被容
忍的、可被接受的，并不是要杜绝一切可能造成环境影响的行为。所以，“优先于什么”的答案并
不应简单地归纳为与经济发展有关的一切行为，而应是那些对国家公园的资源和价值造成了损害的
行为，认定损害的过程应是管理机关基于专业知识、经过了法定的环评和其他程序性要求后作出的
综合判断，司法应对这一过程及其结论给予尊重。
再次，析出保护优先的规范内涵仅完成了第一层面法律解释的工作，至于这一原则如何落地，

则有赖于具体制度的构建，例如对排污行为进行总量控制、对资源利用设置上限、厘定生态保护红
线等。具体到国家公园管理上，对于那些高环境影响的剥削性开发行为，需要通过分区手段和严格
的立法执法进行管控；对于那些满足兼容性测试的游憩行为，则需要进一步区分较高环境影响的机
动休闲方式和较低环境影响的非机动休闲方式，分别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双重控制，确定可允许使用
方式的种类、范围和程度。对保护优先原则在具体制度中的实践状况进行微观和细节观察，是下一
步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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